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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津率先主导并推动实施的“鲁班工坊”，已经成为享誉
国际的职业教育品牌项目。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建筑作坊，而
是一个旨在培养全球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当地青年就业和民生
改善的现代化平台。“鲁班工坊”成功架起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
的文化桥梁，它所传达出来的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
赋予了鲁班这个古老的名字以新的时代内涵。

鲁班，据传姓公输，名班，亦作般、盘，或称公输子、班输，春
秋时期鲁国人，故通称为“鲁班”“鲁盘”。鲁班出生于工匠世家，
自幼随家人参加工程实践，逐渐掌握了高超的技艺。相传鲁班
的发明创造覆盖多个领域，包括土木工程建筑中所需的刨子、墨
斗等木工工具，他还为楚国制造了云梯等军事攻城器械和石磨、
井钻等生活与农用器具。鲁班的发明创造对后世影响巨大，推
动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他的深远影响早已超越技术层面，而
成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化身，被后世工匠尊称为“先
师”“祖师”。以其名字命名的“鲁班奖”，是中国建筑行业工程质
量最高荣誉奖。

鲁班庙（亦称公输子祠）作为专门为纪念鲁班而修建的场
所，也是工匠精神传承的实体见证。据记载，多数鲁班庙建于明
清时期。鲁班庙在全国范围内分布广泛，建筑业和手工业发达
的地区往往更为密集。资料显示，广州在清末民初曾有鲁班庙
14座，广州六榕寺内的鲁班殿建成于明洪武年间，或为全国最

早的鲁班庙。北京在清代至少有10座鲁班庙，其中以东岳庙内
的鲁班殿最为兴盛，内务府及行会的工程祭祀仪式常在此举
行。较为知名的还有山东曲阜的鲁班庙、香港的鲁班先师庙等。

众多鲁班庙中，天津蓟州区的鲁班庙因其保存的完整性、独
立的建筑规格和其承载的红色印记而引人注目。蓟州鲁班庙始
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据院落内现存的《重修公输子庙碑记》碑刻
记载，该庙曾于光绪三年（1877）重修。庙宇坐落于今蓟州区府
后街与渔阳北路交口东北方向，与其西侧的蓟州文庙相距仅百
米。建筑坐北朝南，为典型的清代官式风格，由山门、正殿、东西
配殿等组成。山门为面阔三间的硬山顶建筑，明间穿堂，次间外
檐封护开六角形花窗。正殿又称先师殿，面阔三间，绿琉璃瓦剪
边九脊歇山顶。檐下斗拱一斗三升交麻叶，角科宝瓶下出单
昂。殿内正中有1986年重塑的鲁班坐像，上悬“巧圣仙师”红
匾。两侧为木匠、瓦匠、石匠、书童四大弟子站像。

蓟州鲁班庙的西配殿是“一分利”文具店旧址，现已被列入
天津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1933年，中共迁（西）遵
（化）蓟（县）中心县委书记李子光等人筹资在此创办了“一分利”
文具店，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地点。1933年至1938年，“一分利”
文具店成为蓟县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很多革命志士在此与党组
织取得联系，从事革命活动，为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积蓄了力
量。“一分利”文具店旧址室内现设有多个图文专题展，以供参观
者了解与缅怀不畏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先烈。

1973年，鲁班庙被列为蓟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
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到鲁班庙考察调研，称其“工精料实”，
认为像这样规模的鲁班庙在全国甚是少见，故提议加以维修。
1986年，天津市政府拨款重修鲁班庙，并于翌年对外开放。
1991年，鲁班庙被公布为第二批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的
鲁班庙已成为蓟州古城游的重要文旅点位和红色教育基地，得
到了极为妥善的保护与利用。

鲁班庙对外开放后，发行过多款参观券，于方寸间生动展现
出建筑与陈设的特点。早期的塑料材质参观券（如题图），与同
时期独乐寺、盘山、黄崖关长城等处的塑料券相似，带有蓟县各
景区与文保单位参观券的时代特色。塑料券比纸质券便于保
存，不易磨损和褪色。票券边缘常标注“旅游留念”字样，并可打
孔穿绳，作为书签使用。此券描绘的是院落中正殿与配殿的建
筑外景，以黑色线条描边，并在不同部位施以浅金、明黄、深红等
色彩。图中清晰可见正殿的规模与形制，如明间设菱花格门，次
间作槛墙、格栅窗。背景留白位置有高大绿植衬托，提升了画面
的视觉观感。票券左侧的副券栏采用点断工艺分隔，检票撕取
时可使票券更为规整。

之后，蓟州鲁班庙还发行了卡其色的发票型参观券，左侧为
存根栏和发票联，管理机构名称、票价、日期等信息完备。主券
图案为在街道上拍摄的鲁班庙山门外景照片。山门为参观入口，
明间板门敞开，底部两侧有抱鼓石。近年来鲁班庙推出的竖版参
观券，与独乐寺、白塔寺、蓟州文庙的票券采用相同版式，在画面
元素和配色上突出个性，主图中心为正殿内的鲁班塑像，神态庄
重谦和。票券设计古朴典雅，富有艺术观赏与文化收藏价值。

蓟州鲁班庙展现了中国古代匠作文化的精华，更在近代革
命浪潮中融入了救国图存的红色基因。从鲁班庙到鲁班工坊，
不仅仅是名称的古为今用，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对话与精神升
华，其内涵在不断丰富与演进。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工匠智慧
正以更加开放、包容和现代化的姿态，跨越国界，服务全球，贡献
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小站作为天津市津南区一重镇，如
今已是极为繁华。但“小站”这一地名
在清朝中叶并不存在，它的出现与闻名
遐迩的小站稻及小站稻的拓植者周盛
传有直接关系。

小站稻不仅在今天的国际市场声名远扬，其早在清代就已
深得世人赞美。小站这个地方，当初虽无“小站”这一地名，但
这里从明代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为什么在这里种稻呢？
《明史》记载说，万历年间，汪应蛟驻兵天津，驻防官兵有四
千人，每年饷银六万两，由民间征发。面对这种情况，汪应
蛟认为：“留兵则民告病，恤民则军不给，唯屯田可以足食。”
他看见葛沽、白塘口一带的土地，无水即碱，得水滋润，于是
募民垦田五千余亩，其中水田占四成，每年亩收四五石。其
后，又设闸穿渠，引海河淡水灌田，形成十围，水稻生产扩展至
天津南郊何家圈、双港、辛庄、泥沽等处。然不久以后，汪应蛟
去任，田地又大部分荒芜。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

中，也曾提出过垦种的建议，并且记载了明代天津农区开荒垦
种的情形。

鸦片战争后，随着天津海防地位的提高，清政府对沿海屯
垦也重视起来。同治十年（1871）安徽合肥人周盛传奉李鸿章之
命，率九千淮军驻屯于此。周盛传在这一带屯田练兵，总共分扎
18个营盘，动用全部人马，开挖马厂减河，培筑驿道，四十里设一
大站，十里设一小站，周盛传的指挥部设在新农镇，适逢设一小
站，故此后即以“小站”称呼。这便是“小站”这一地名的由来。

周盛传率军拉荒洗碱，开田种稻，前后历经十余年，水稻品
种不断更新，栽培技术逐年改进，加之引入的南运河水含有较
丰富的腐殖质，培育出著名的“小站稻”，并成为清皇室的贡米。

周盛传身为天津镇总兵，他在驻屯小站期间，为便于淮军
及其家属聚会、敬神和娱乐，还在这里建立起会馆、全神庙和戏
楼。全神庙原有大殿、配殿、山门、影壁等建筑，占地约40亩，光
绪年间改称“新农寺”。后于1919年进行重修，周氏后人在寺内
建周氏祠堂，始有“周公祠”之称。现今，除并列的三祠堂外，其
余建筑均已不存。

多年前，笔者曾专程到小站参观这座周公祠。从市内乘汽
车，至小站镇南桥头下车，改乘三轮车，沿河向西行不到10分钟，
便来到会馆村，那祠堂便坐落在村边。三座祠堂，皆坐北朝南，一
字排开。每座祠堂均面阔三间，进深一间，面积约20平方米，青
瓦山顶，前接卷棚顶抱厦，青砖为墙，白石作阶，建筑庄重，朴
实无华。东祠祀周盛传，称周武壮公祠；西祠纪念其兄周盛波
（曾佐盛传屯田种稻），称周刚敏公祠；中间的仍然称作新农寺，
祀轩辕黄帝。三座祠堂的前面是一片开阔的黄土铺就的大广
场，四周是长长的围墙。现在这里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每次回到老家，最先映入眼帘的，总是父亲在田埂上忙
碌的身影。他弯着腰，手里握着锄头，像一棵深深扎根在土
地里的老榆树，沉默却有力量。风掠过田野，掀起他洗得发
白的蓝布衫，露出后背那道因常年劳作留下的褐色印记。那
是岁月刻下的符号，也是泥土里长出的脊梁。

父亲与土地的缘分，要从他16岁那年说起。爷爷走得
早，家里的重担突然压在他肩上。彼时的田埂一
下雨就泥泞不堪，父亲踩着没过脚踝的泥巴，把种
子播进地里。他说，第一次收割时，看着金灿灿的
麦子，眼泪差点掉下来。那是一家人的口粮，是活
下去的希望。从那以后，土地就成了父亲的老伙
计，春种秋收，寒来暑往，他用脚步丈量着每一寸
土地，用汗水浇灌着每一株庄稼。

春分过后，地里的麦子开始拔节。天刚蒙蒙
亮，父亲就扛着锄头下地了。他会蹲在麦垄间，仔
细查看每一株麦苗，遇到杂草，就用手小心翼翼地
拔掉，生怕碰伤麦苗的根。阳光慢慢爬上山头，把他的影子拉
得很长，汗珠从他的额头滑落，滴在麦苗上。有一次，我跟着父
亲去地里，学着他的样子拔草，没一会儿就觉得腰酸背痛。父
亲见了，笑着把我拉到田埂上，递来一碗水：“庄稼和人一样，得
用心疼。你急着赶进度，草没拔干净，还伤了麦苗，这不划算。”
我看着父亲布满老茧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树皮，却能准确地
拔出苗间的一根根杂草，一点点感知土地的温度。那是几十载
晨光暮色里，他蹲在田垄间与泥土对话、跟庄稼谈心才熬出的
默契。草叶的纹路、泥土的干湿、麦苗的呼吸，都藏在他掌心
的“沟壑”里，成了刻进骨子里的本能。

夏天的太阳格外毒辣，地里的玉米长得比人还高，密不
透风的玉米地像个大蒸笼。父亲要钻进玉米地，给玉米施

肥、除虫。他戴着草帽，脖子上挂着毛巾，钻进玉米地没多会
儿，衣服就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有一次，我去玉米地
送水，刚走进去就觉得闷热得喘不过气，玉米叶刮在胳膊上，
留下一道道红印。找到父亲时，他正背着装满肥料的背篓，
一步一步缓慢地挪动着脚步，每走一步，背篓带子就往肩膀
里勒紧一分。我喊了声“爸”，他回过头，脸上全是汗珠，笑容

却格外明亮：“快出去，这里热，别中暑了。”那一刻，我突然明
白，父亲不是不怕热、不怕累，只是为了这个家，他把所有的
苦都藏在了心里，把所有的力量都给了土地。

秋收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也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
金黄的稻穗压弯了稻秆，父亲拿着镰刀，弯着腰，一刀一刀地
收割着。他割稻的动作很熟练，左手握住稻秆，右手挥镰，
“唰”的一声，一束稻穗就落在了身后。一天下来，他能割完
好几亩地，身后的稻子堆成了小山。傍晚时分，父亲会把收
割下来的稻子收好，第二天摊在晒场上，用木耙一遍遍地翻
动，让阳光把稻谷里的水分晒干。夕阳洒在晒场上，也洒在
父亲的身上。他坐在晒场边的石碾上，点上一支烟，看着满
场的稻谷，嘴角不自觉地向上扬起。那是丰收的喜悦，是对

土地最好的赞美。
冬天的土地看似沉寂，父亲却没闲着。他会把秋收后留

下的秸秆切碎，拌上牲畜粪便堆成农家肥，再用塑料布仔细盖
好，让肥料在冬日里慢慢发酵，等来年春天撒进地里，给庄稼添
足“营养”。他还会把家里的锄头、镰刀、犁耙等都搬到院子里，
用砂纸一遍遍打磨生锈的部件，再给轴承上点儿机油，确保开春

下地时农具都好用。父亲曾对我说过：“土地跟人一
样，你对它好，它才会对你好。这些农具收拾利索
了，开春种地才不耽误工夫，庄稼才能长得旺。”

父亲这一辈子，没读过多少书，却懂得最朴素
的道理。他常说：“人不能忘本，我们的根在泥土
里，在田埂上。”小时候，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总
想着长大后离开农村，去大城市生活。后来，我在
城市里打拼，遇到困难时，总会想起父亲在田埂上
劳作的身影，想起他说过的话。是啊，父亲就像土
地一样，默默付出，从不抱怨，用自己的肩膀扛起

了整个家，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他的脊梁，是在
与土地的朝夕相处中，在一次次的劳作中，慢慢“长”出来的。
那是坚韧的脊梁，是奉献的脊梁，是支撑着一个家庭，也支撑
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脊梁。

我成家有了孩子，带孩子回老家时，我牵着孩子的手，走
到田埂上，指着正在劳作的父亲，对孩子说：“你看，爷爷的脊
梁，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是最坚强的脊梁。”孩子似懂非懂地
点点头，伸手去摸田埂上的泥土，脸上满是好奇。我想，等孩
子长大后，他一定会明白，爷爷的脊梁里，藏着对土地的热爱，
对家人的责任，也藏着我们每个人的根。

那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脊梁，不仅是父亲的脊梁，更是千千万
万中国农民的脊梁，是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奋力向前的脊梁。

现代作家、中国儿童文学

奠基人张天翼有一部脍炙人口

的经典童话《宝葫芦的秘密》，近

日重读这部作品，主人公小学

生王葆因依赖宝葫芦陷入一连

串荒诞麻烦，让我想起当下文

学圈对AI（人工智能）的热议。

随着AI横空出世并被广泛

应用，有人将其视作能一键生成

佳作的“法宝”，觉得只要输入提示词，就能坐享其成。这种

心态，与王葆渴望不费力获得答案的想法非常相似。据说有

人用AI写作投稿，短时间就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然

而，就像宝葫芦的“便利”终会变成陷阱，AI绝非文学创作的

“宝葫芦”。真正的文学创作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可走。

从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AI的确能给人带来惊喜。

短时间内，它就能生成基本符合语法规范的文字，甚至

能模仿特定作家的文风。输入“古风虐恋”“科幻悬疑”之

类的标签，它即能快速搭建起故事框架。这像极了宝葫芦

帮王葆变出玩具、偷来试卷答案的情形。那种不费吹灰之

力的“收获”，很容易让人产生“创作可以走捷径”的错觉。

有青年作者坦言，曾试着用AI生成小说投给一些知名网

络平台，起初觉得省时省力，可越往后写越发现，AI给出

的文字空有形式却没有灵魂。它能描述落叶飘零，却写不

出游子见落叶时心头的酸涩，能构建出亲人离别的场景，

却传递不了藏在细节里的不舍。就像宝葫芦变出来的自

行车，虽能代步，却始终少了自己攒钱买车的那份珍视。

更值得警惕的是，AI的“助力”会悄悄偷走创作者的

核心能力，这与宝葫芦让王葆逐渐丧失劳动与学习动力几

乎如出一辙。文学创作的魅力，本就藏在创作者对生活的

观察、对情感的体悟，以及将碎片化感受转化为文字的能

力里。习惯了依赖AI生成情节，就会慢慢懒得去留意街

角老人皱纹里藏着的故事，懒得

去琢磨深夜加班时路灯下影子

的形状。同样的，依赖AI提炼

观点，慢慢就会失去自己独立思

考的能力，很难从平凡日常里挖

掘出深刻的主题。就像王葆在

宝葫芦的庇护下，连简单的数

学题都不愿演算，最终在考试

中出尽洋相。创作者依赖AI，

也必然会逐渐失去对文字的敏感度，最终写出的作品只能是

千篇一律的模板化产物，毫无个性可言。

况且，AI的所谓“创作”，本质上是对海量现有文本的

重组与模仿，就像宝葫芦变出来的东西都来自对他人的“偷

窃”，缺乏真正的原创性。那些AI生成的“佳作”看似新颖、

漂亮，实则是对海量文学作品的拆解与拼接，并没有融入创

作者独有的生命体验。可真正的文学创作，从来都是独一

无二的。众多名家经典作品能够穿越时光，正因它们承载

着创作者独有的思考与情感，这是AI无论如何都无法复制

的。AI能模仿汪曾祺、梁实秋的笔调写食物，却写不出他

们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深情，能模仿出鲁迅的冷峻文风，却无

法拥有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

在《宝葫芦的秘密》结尾，主人公王葆扔掉宝葫芦后幡然

醒悟：“真正的成长没有不劳而获。”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文学

创作领域。创作时，AI可以当辅助工具，帮助创作者整理素

材，校对文字，但无法替代创作者的思考与情感。事实上，文学

创作就像一场漫长的修行，需要写作者

踏踏实实地观察生活，阅读积累，锤炼

文字，在一次次修改与打磨中，让文字

拥有温度与力量。摒弃“走捷径”的幻

想，不把AI当作“宝葫芦”，才能写出真

正属于自己并能打动人心的作品。

由鲁班工坊
说到鲁班庙

罗丹

不是文学创作的

“宝葫芦”
李清

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事（十八）

周氏祠堂新农寺
章用秀

泥土里长出的脊梁
董国宾

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南开大学以其独特的办学
理念和鲜明的爱国主义传统而独树一帜。日前出版的《南开
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史话》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触，
系统梳理了南开大学自创办以来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历程，
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大学的民族责任与时代担当提供了重要
视角。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校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更是探讨
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与教育救国之道的深刻思考。

历史纵深中的南开精神谱系

严修、张伯苓等南开创办人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以
“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为信念，开创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
办学传统。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南开不同历史阶段的峥
嵘岁月，让我们看到这所大学如何在动荡时局中坚守育人初
心，如何在新时代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百余年来，爱国主
义一直贯穿南开大学发展进程始终。这本书没有将爱国主义
简单化、口号化，而是通过大量第一手史料，展现了南开爱国
主义教育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脉络。
南开大学爱国主义教育的特色在于其系统性和实践性。

从课堂教学到课外活动，从师资建设到校园文化，爱国主义教
育渗透在南开教育的各个环节。书中详细介绍了南开特有的
时事讨论会、国耻纪念等活动，展现了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丰
富性和创新性。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使南开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严修与张伯苓的建校精神是南开爱国主义传统的源头。

严修作为“校父”，其“国士无双”的胸怀与眼光，为南开奠定了
“教育救国”的基石。他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汲取
西方教育精华的同时，坚守中华文化根本。张伯苓校长则以
其卓越的魄力与远见，将南开从一所私立学堂发展为涵盖大、
中、小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他提出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的校训，成为南开精神的核心。书中通过严修与张伯苓在创
办南开时艰辛筹款、师资延揽等大量细节，生动展现了建校先
贤们“不服输”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南开的宝贵财
富，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笔重要遗产。
“爱国三问”的深刻内涵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精髓。张

伯苓校长在1935年开学典礼上提出了“你是中国人吗？你爱
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三个问题，本书深入分析了“爱
国三问”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意义：它诞生于“国帜三易”的民族
屈辱中，激发于日寇侵华的危难时刻，升华于中华民族复兴的
新时代。这三个问题不仅是对学生爱国情感的叩问，更是对

个人责任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

战火淬炼中的爱国情怀

本书对抗战时期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论述尤为深刻。南
开大学作为抗日战争中遭受破坏最严重的高校之一，校园被
炸毁，师生流离失所，但爱国主义教育的火种从未熄灭。作者
通过大量校友回忆和历史资料，生动再现了南开师生在艰难
困苦中坚持办学、坚持抗日救亡的感人事迹。
“暴日肆狂毁我南开”的悲壮历史是南开人永志不忘的民

族记忆。1937年7月，日军野蛮轰炸南开大学，校园几乎被夷
为平地。张伯苓校长慨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不灭者为南
开之精神。本书详细记述了南开师生在危难中的坚韧不屈：
教员们冒着炮火抢救图书仪器，学生们组织抗日宣传队奔赴
后方。这种“越难越开”的品格，正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在战
火中的淬炼与升华。
西南联大时期的弦歌不辍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篇

章。书中以专章讲述了南开与北大、清华在昆明合组西南联
大的历史。在敌机轰炸、物资匮乏的极端环境下，南开师生秉
持“刚毅坚卓”的精神，坚持教学科研。本书特别提到，西南联
大时期南开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课程体系，如开设“抗战史料
整理”等实践课程，组织学生参与战时服务，真正践行了“读书
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南开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五四时期就是天津

爱国运动的重镇。书中详细记载了于方舟、马骏等南开英烈
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事迹，以及周恩来、郭永怀等杰出
校友的爱国奉献。这些真实的故事，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南开
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理念的传承，更是鲜血与生命的践履。

爱国主义教育的南开范式

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系统总结了南开爱国主义教育
的独特范式。作者通过多维度分析，总结出南开大学以爱国
主义为本色的爱国奋斗的南开道路、“越难越开”的南开品格
与“公能日新”的南开精神。
“公能”育人体系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机制。张伯

苓提出“德育为万事之本”，强调爱国首先要立德。本书详细阐
述了南开大学如何通过“德育课程化、课程德育化”的方式，将爱
国主义融入各学科教学。例如，历史课注重近代国耻教育，理科
课强调科学报国，甚至体育课也被赋予“强身健体以御外侮”的
内涵。这种全方位的育人模式，使爱国主义不再是空洞的口号，

而是成为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实践导向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鲜

明特色。书中提到，南开大学早在建校初期就提倡“土货化”办
学，反对脱离国情的洋化教育。改革开放后，南开进一步提出“立
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学理念，通过社会实践、科研攻
关等方式，引导学生将爱国情怀转化为服务国家的实际行动。
师德师风与大师传承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保障。

本书以专章论述了南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
之谓也”的师资建设理念。从姜立夫、邱宗岳到杨石先、何炳
林，一代代南开教师不仅以学术造诣滋养学生，更以人格魅力
感染学生。书中特别提到，南开注重教师的爱国情怀培养，将
“教书育人大先生”作为师资建设的标准，这种理念对当代高
校师资队伍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发展

本书不仅回顾历史，也着眼于现实和未来。作者用相当篇幅
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
创新与发展。在新时期，南开大学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将其
与时代要求相结合，探索出许多富有创新性的教育模式。
德育“南开模式”的现代转型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之一。书

中提到，新时代南开着力打造“三维融通、五育并举”的贯通式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形成“1234”南开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通过“课程思政”建设，使爱国主义教育更具时代性和针对性。
学科建设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在

新时代的突出体现。本书以专章回顾了南开人始终将“文以
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贯穿于学科建设之中，通过
擘画学科、争创一流服务国家需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学科
交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南开大学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创新体
制机制，实施“文科振兴”“理科提升”“工科攀登”“生医发展”
四大计划，持续推进文、理、工、医多学科交叉融合。纵观南开
百年学科的发展历程，学科布局在不同时代虽有变化，但为国
奉献、争创一流始终是南开人不变的理念，学科发展主动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走出了一条具有南开特色、不断勇攀高峰
的学科发展之路。

百年南开的启示与展望

《南开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史话》向我们展示了一所大学与
一个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动人历程。南开大学的爱国主义教
育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融入血脉、浸入灵魂的精神传承；不
是一时的运动，而是持之以恒、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这种爱
国主义教育塑造了南开的品格，也培养了无数以国家和民族
命运为己任的优秀人才。
读完本书，最深刻的感受是：爱国主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

生命教育，它关乎个人与国家的价值连接，关乎青年一代的精
神成长，关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南开大学的实践告诉我
们，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应该根植历史、面向未来，立足中国、
放眼世界，情感与理性并重，认识与实践统一。
当前，我们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正处于

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候，《南开大学爱国主义教育
史话》的出版具有其特殊意义。它提醒我们，教育不仅要传授
知识，更要塑造灵魂；大学不仅要服务社会，更要引领时代。
南开大学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认真
总结、继承和发扬。 题图摄影：王爽

巍巍学府与民族命运的百年交响
——读《南开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史话》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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